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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牧耘

【内容摘要】  日本的国际发展知识常因缺乏独特的体系和理论而被诟病，但这些批判多未考虑日本

知识生产的实际历程。本文以日本国内相关研究为基础，分析日本没有独特的、成体系的发展知识的原

因，在于以下几方面：首先，二战后日本学者对高举国家旗帜持消极态度。其次，受援国在战后反日情

绪高涨，强调日本特色不利于援助的实施。最后，今天的日本更重视具有实践性的、具体的知识，但此

类知识难以体系化。然而，从前沿的研究来看，日本学者并未停止构建新的理论和认知框架的尝试。本

文以日本为例，强调考察别国的知识生产时应关注其内在历程，而非只是推测其在政治或经济上的目的，

这样，将更有益于学者对发展、知识和实践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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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中国长期高速的经济增长和显著的社会

进步，因此可以归纳总结为中国发展经验的需求

愈加增大。
[1]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表示，

要对西方发展研究的主流话语做出回应和挑战。
[2]

一些学者提出 , 要像美国战后的学术创新运动一

样，通过动员更多的人力和资源进行学术研究，

建立新的知识基础，展示中国对国家和世界秩

序的新观点。
[3]

2017 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设

立“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以推动本国发展

知识
①

的生产。
[4]

对外援助研究是发展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中国对外援助规模的扩大，中国学者对其他

国家对外援助的讨论也在持续和深化。其他国家

的援助历史不仅是中国汲取经验和教训的素材，

同时也为中国认识本国对外发展援助的特色提供了

参照系。在关于其他国家对外援助的研究中，美国

政治与经济研究

日本国际发展知识体系的建构
——从传统到前沿的历史演变

    ①  发展知识（development knowledge）一词目前并无明确定义。就其用法而言，泛指各种发展经验的理论性、系统性归纳。

在具体层面，发展知识是农村发展、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各领域实践的认知基础。在抽象层面，发展知识是关于发展的理

念、方针、规律和经验的总结。本文中，提到日本没有发展知识这一批评时，主要取后者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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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际发展知识体系的建构

和日本是中国学者关注的重点（见图 1）。
①

图1   国别援助相关研究的中文文献数量变化（单位：篇）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CNKI检索数据绘制
[5]

如何通过他国的经验反思发展知识的建构？

本文重点关注曾被称为“东亚奇迹”的日本的经

验。选择以日本为对象的原因有两点。首先，目

前国内对日本发展知识的研究并不深入。同为东

亚强国，日本的崛起以及其在崛起中面临的来自

国际社会的压力与今天的中国相似。这种相似性

本应促进中国对日本经验的探讨和理解，但目前

的研究状况并不理想。一些学者批评道，日本有

发展经验而无发展知识，
[6]

但对什么是发展知识

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在其一些文献中，发展

知识时而指代一种方针（如“自助努力”），时而

指代一种政经关系（如“发展型国家”），时而

又指代援助内容上的特征（如“重视基础设施建

设”）。而衡量日本发展知识建构成功与否的标

准，则局限于援助方针和理念传播的广度，以及

是否对抗国际主流话语。此外，这些分析的对象

多是统计数据和政府政策，引用来源只限于中英

文资料，而较少涉及日本学界的研究成果。本文

将说明，虽然日本学者也承认本国的发展研究缺

乏独特的理论性知识，但这一现象的形成是有原

因的。

其次，以日本为对象有益于摆脱中西二元对

立的语境。正如一些学者所说，21 世纪以来的中

国学者面临着深层的主体性焦虑，因此迫切希望

有一个 “西方”，并通过把握它、挑战它，以重返

世界中心。
[7]

中国学者积极建立“中国发展知识”

的背后，也有与西方争夺话语权的需求。在发展

援助话语中，“西方”一词被发明的同时也被脸谱

化。这种虚构的参照系导致了中国对自身认识的

偏差，而矫正这种偏差的方式之一，就是通过深

入理解其他非西方社会的发展知识，从而将中国

客体化。
[8]

然而如上所述，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并不

深入。

基于以上的问题意识，笔者试图解答为何日

本没有独特的发展知识体系。本文将从三个部分

展开论述：第一，梳理中国国内关于日本对外援

助研究的现状，并基于以往研究存在的问题，明

确本文的视角和研究对象；第二，梳理日本国内

的研究成果，并以日本国际发展学会、“大来奖”

和具体专著为例，说明日本发展研究的特征；第

三，在前项基础上，回答为何日本型发展知识看

似缺席，并指出构建发展知识所面临的课题。

二、中国国内关于日本对外援助研究的现状

（一）相关研究的概要分析

本节将通过对以往研究的综述，分析中国学

界对日本发展援助的研究现状。

中国学者对日本援助的讨论大致始于 20 世

纪 80 年 代， 并 从 20 世 纪 90 年 代 开 始 出 现 一 些

专业性研究。长期以来，关于日本援助的研究主

要讨论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ODA）。 直 至 21 世 纪 的 第 一 个 十 年，

中国学者多把 ODA 作为一种国际政治经济现象予

以考察，并基于国家利益的理论框架进行分析。
[9]

王平以 1990~2010 年出版的八本学术专著为例，

对中国学者的日本 ODA 研究的特点进行了分析。

结果表明，中国学者的研究多是对政策、数据统

计及国际关系局势的宏观分析，而少有访谈和田

野调查。
[10]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笔者对中文学术期刊

中以日本援助为题的研究文献进行了考察，
②

得出

    ①  笔者在中国知网的中文学术期刊数据库中的检索结果表示，论文的篇名中包含“美国 + 援助”的文献数量为 394 篇、“日

本 + 援助”为 287 篇，远高于“德国 + 援助”(50 篇 )、“英国 + 援助”(50 篇 )、“韩国 + 援助”(37 篇 )、“法国 + 援助”(29 篇 ) 等。

    ②   检索条件如下：利用中国知网（高级检索），搜索篇名中含有“日本”和“援助”，并被收录在北大核心及 CSSCI 中的学

术期刊论文。检索结果共有130 篇。去除一部分与主题不符合的论文后剩余 115 篇。在此基础上，添加相关的核心文献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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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结论。分析样本中，基于国际政治和经济角

度，对日本 ODA 的历史变化和国家战略进行分析

的研究，占总论文数的 76% 以上。研究目的多为

分析日本援助的优缺点、日本政府的意图和战略，

总结其经验教训。

学者一般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战争赔款定为

日本的对外援助的起点。日本援助发展至今，各个

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动机上，中国学者普遍

认为日本援助是出于对本国的经济、外交和安全保

障的需要，其重点在不同时期各有不同。
[11]

例如，

战后日本对外援助的主要目的是振兴本国产业和

获取资源。而在冷战结束后，日本的外交中心转

移到亚洲，对外援助作为政治和外交手段的特征

有所加强。
[12]

在数量上，广场协定的签署使得 20

世纪 90 年代日本对外援助额达到了惊人的数量，

但进入 21 世纪后其额度随日本本国经济的低迷

有所下降。在质量上，战后初期日本援助被欧美

国家批判为“低质量的利己主义”，而今天，“高

质量的基础设施”成了日本援助的卖点。
[13]

在发

展知识创新方面，日本援助形成了基础设施建设

和外国直接投资相结合的模式，并在其援助额的

上升期积极推广“发展型国家”理念，形成了一

定的认知度。特别是以经济援助、投资和进口贸

易相结合的援助模式，对中国的援助方针也有一

定影响。
[14]

但由于日本学术界没有独创性的研究

和总结能力，故而“在与西方援助国的竞争中，日

本没能守住自己在援助领域最鲜明的特点，反而越

来越附和西方援助国的话语，从自助努力、重视基

础设施慢慢转变为同时考虑安全、环境、减贫等多

项事宜的杂项清单”。
[15]

（二）中国学者对日本援助评价的特征与局限

中国学者对日本援助的评价有以下三个特征。

第一，面对不断变化的日本对外援助，学者的评价

和出发点受各时期的中日关系影响有所不同。总体

而言，中国学者对日本援助背后的政治目的持批判

态度。不过，中日关系在 2018 年有所改善，一些

研究开始把论述的重点转移到如何与日本相互合

作，而不是相互竞争。
[16]

第二，学者关于同一主题的评价不同，不同评

价之间缺少对话。例如，就运行体制而言，一些

中国学者认为，中国缺乏援助体制建设，表示日本

对外援助的系统化管理和评价体系较为成熟，有

借鉴意义。
[17]

但与此同时也有学者指出，日本对

外援助在行政管理制度上极为复杂，特别是“四

省厅协议制”往往被认为是日本援助效率低下的

主要原因。
[18]

就援助的效果而言，日本政府善于

通过青年海外协力队（ Japan Overseas Cooperation 

Volunteers, JOCV）、志愿者团体、非政府组织等政

治色彩较弱的援助实施主体，深入受援国的具体

地区，在改善民生的同时博得受援国对日本的好

感，这为中国援助在海外获得当地民心提供了参

考。
[19]

还有一些学者对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 JICA）在受援国的

当地事务所职员进行采访，认为日本援助符合受援

国的实际国情，且重视当地的实际需求，值得中国

借鉴。
[20]

但是，也有一些学者表示，日本的援助

和欧美的援助相比，不仅过于偏重基础设施，还有

附加条件过多、技术转移效率低下等缺点。
[21]

就

发展知识而言，一些学者认为，日本国际协力机构

（JICA）研究所遵循国际规范、重视学术质量，是

亚洲发展援助智库的成功典范。
[22]

今天，在相比

中国学者创造本国发展知识的迫切需要的情况下，

日本则被视为不积极输出发展知识的反面教材。

第三，中国学者较多关注日本援助转型的结果

而非过程。如上所述，中国学者从多种角度分析了

日本的援助，有了一定的认识和成果。但很多论文

基于中国当下需求对日本援助大事记和统计数据进

行拼接和解释。分析关注政治目的和经济效果，并

旨在从中吸取对中国有用的教训。从中国的问题意

识出发理解日本的历史经验无可厚非，但现行研究

框架下所得出的结论，已呈现出了一定的矛盾和局

限性。
①

为了加深对其他国家对外援助的理解，应

该从他国所面临的具体历史场景出发，来说明其行

为的内在逻辑，而非以研究目的决定评价的标准。

    ①  处理这些矛盾点是深化理解的重要契机。例如，为什么日本的援助附加条件多，却仍获得受援国政府的青睐呢？为什么

日本在没有专门设立“援助厅”的情况下，援助体系也似乎在有效地运作？为什么青年海外志愿者明明是日本的“外交工具”，但

其活动并没有使受援国感到令人不快的政治意图？这类讨论有待深入。

日本国际发展知识体系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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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文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

综上所述，日本在发展援助领域有丰富的经

验，是中国建构本国发展知识过程中重要的参考

对象。而目前，有中国学者指出日本学术界构建

发展知识的能力不足，没有清晰阐明自身发展理

念的优势。但是，这种见解没有超越中国对日本

援助研究存在的结构性缺陷，即仅从中国当下需

要出发，而忽略了日本本国的讨论。基于这种研

究现状，笔者尝试基于日本国内的视角，分析日

本发展知识的生产特点，并对日本型发展知识看

似缺席的原因进行分析。下文将围绕三个问题进

行论述：第一，日本学者关于日本型援助发展援

助都进行过哪些讨论；第二，日本国内发展研究

学界有怎样的特征；第三，日本学者如何尝试理

论创新。

三、日本发展知识的形成及其特征

（一）关于日本型发展援助的讨论

1. 日本对外援助方针的形成

1954 年，日本加入科伦坡计划，是其从受援

国向援助国转型的起点。至 1976 年，日本的援

助主要受冷战及本国经济增长需要影响，并无固

定的对外援助体制。1977 年，日本的对外援助进

入计划性的扩充时期。由于日本的贸易顺差产生

了经济摩擦，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国家开始要求

日本担负起贸易顺差国应尽的责任，日本政府继

而发表了“ODA 五年倍增计划”。1985 年后，广

场协定的签订导致日元大幅增值，迫使日本企业

将生产线向海外转移，对东南亚的直接投资显著

增多。在此影响下，日本于 1989 年成为世界最

大的对外援助国（净额）。
[23]

另一方面，与今天对中国的批评如出一辙，

当时的西方援助者亦视快速崛起的日本为异己，

批评日本只顾自身利益、援助的附加条件多、偏

重基础设施建设等。
[24]

而在受援国当地，日本被

批判为新殖民主义者和实施经济控制，导致了很

多冲突和对立。例如，在巴西，日本对外援助的

从业人员被当地的少年射杀。
[25]

而在菲律宾，日

本的青年海外志愿者队员遭当地民众投石。
[26]

特

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在泰国等许多国家发

生了大规模的反日运动，学生、知识分子、农民

和劳动者等社会各界都参与其中。与此同时，日

本国内对 ODA 的批判也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到

达顶峰。1986 年 3 月，时任菲律宾总统的费迪

南德·马科斯的受贿事件（Marcos-ODA bribery 

case）被大众媒体曝光，在日本市民阶层中激

起了对 ODA 正当性的广泛质疑和讨论。
[27]

日本

的 NGO 等市民团体基于对大型援助项目的调查，

从人权、环境问题、人的基本需要等方面对本

国对外援助展开了多维度批评，
[28]

促进了日本

ODA 的反思和转型。
[29]

1987 年，日本通产省提出了“新亚洲工业化

综合协力计划”（New Asia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lan），推进了经济援助、投资和进口贸易相结

合的“三位一体”的援助形态，它也被认为是具

有代表性的日本型发展援助模式。
[30]

“三位一体”

的援助模式基于贸易和援助相结合的理念，是日

本与欧美的不同之处。这一模式也为中国发展援

助所借鉴。
[31]

下村认为，该模式的形成源于受援

国对日本的要求，以及日本对这些要求的回应。

换句话说，是发展中国家在急速增长中主体性的

结果，由此促进了日本型发展援助模式的形成。

与此同时，日本援助开始更多关注受援国全体社

会的需求，这也是后来被学者称为日本“顾客导

向型”对外援助模式的形成背景。
[32]

如前所述，

一些中国学者指出日本在其援助扩充时期积极主

动地推广其援助理念。但综上可知，至少直至 20

世纪 90 年代，日本援助理念的成立与其说是主动

宣传，不如说是在面对各种反对和质疑中产生的。

来自国内外的压力成了日本政府推进 ODA 规范化

的主要动因。

20 世纪 90 年代冷战结束之后，发展中国家

实现快速增长，国际援助的问题类型呈现多样化

特征。1992 年，日本政府首次颁布《ODA 大纲》,

提出四项原则，明确规定日本的 ODA 不可用于

军事合作。2003 年，日本修订《ODA 大纲》，将

联合国提出的“人类安全”（Human security）
①

概

念作为援助的重点，并鼓励日本政府之外的主体

    ①  所谓“人类安全”，具体包括从“免于恐惧的自由”和“免于匮乏的自由”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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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民间企业、NGO、NPO 等积极参与援助事业。

2015 年，日本政府颁布了《发展合作大纲》取代

《ODA 大纲》，新大纲摆脱了以往的“援助国 / 受

援国”的二元结构，将援助理念扩大到世界范围

的相互合作。日本政府表示，将更加积极地参与

和促进国际社会的稳定和繁荣，“确保国家利益”

这样的说法首次在大纲中出现，引起了日本学界

的争论。
[33]

ODA 大纲的制定和修订，反映了日本

在变化的国际社会环境中重新定义自身经验和特

征的摸索过程。

2. 对日本援助特色的进一步讨论

“日本没有自己的援助哲学”，这样的批判早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已在日本国内出现。
[34]

日本

学者也指出，虽然日本援助在技术转移等领域有

丰富的经验和知识积累，但却缺少关于发展的本

质讨论。作为对“援助哲学”的回应，“自助努

力”
①

这一词开始被频繁提起。然而，考虑到其

他国家也有类似的主张（如中国），日本学者认

为一味强调“自助努力”为本国特有的理念，并

无实际意义。
[35]

为什么日本没有积极地建构和宣扬自己的

发展知识体系？其原因有三点。第一，战后初

期，日本的对外援助频繁遭遇受援国的抵抗和不

信任。如上所述，在战后浓厚的反日氛围下，亚

洲各受援国并不存在对日本发展模式的憧憬，因

此日本也就缺少归纳总结自身经验并使之广泛传

播的动力。第二，参与日本国际援助早期建设的

人物大多都有惨痛的战争记忆，因此对于日本的

自我彰显比较警惕和克制。因此，对于战后的日

本援助而言，最重要的不是展示日本的实力和理

念，而是通过一种更温和的方式，让亚洲国家重

新接纳日本。
[36]

在日本经济发展和对外援助中产

生重大影响的大来佐武郎
②

也表示，在战后，日

本国内知识分子对战争的反省和亚洲各国对大东

亚共荣圈的负面记忆，使得日本在很多方面都对

宣扬国家民族特性保持警觉。
[37]

换言之，战后的

日本不积极宣传和普及日本型发展知识的背后，

是对战时日本国内民族主义的反思和战后亚洲局

势的判断。

除上述被动原因之外，也有其他因素，如日

本对受援国自身特殊性的重视。这不仅体现在以

国家为主体的顾客导向模式，更体现在对援助现

场实际状况的重视。一些日本学者认为，重视现

场的倾向，可追溯到日本援助体制初创期的那一

代日本人参与资源调查活动的经历。因为资源调

查，即要求基于当地特有的资源分布情况和种

类，来制定其日后的分配体制和发展计划。
[38]

而

要了解这一倾向的深化，则需介绍日本国内工业

化的历史和反思。从 20 世纪 70 年代起，日本国

内由于快速的工业化，导致以环境污染为代表的

各类问题持续爆发，对日本社会造成了极大的负

面影响。现代化的阴影促使日本学者反思西方发

展经验，并对西方以外的发展路径进行了探索和

理论建构。其成果之一就是以日本著名社会学家

鹤见和子为主而提出的“内发型发展论”。“内发

型发展论”强调，比起在近代社会中形成的各种

工具型理性及其衍生的体制，基于人们生活世界

的合理性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学者应该通过比

较作为生活世界单位的“地方”，发现规模地方

社会传统中，普通民众在面临困难时具有智慧和

创造性。
[39]

今天的日本发展研究也不难看出其与上述

视角的关系性。例如有学者提出，日本发展援

助的重要经验在于明确发展援助的终端并非国

家，而是个人。因此，援助的中心并非以国家

为前提的系统性知识，而是以地方为主体的实

践 型 知 识（phronesis）。
[40]

从 事 教 育 学 研 究 的

泽村信英也指出，日本的援助很少谈“日本知

识”，而多说“日本经验”，因为援助并不是通

过成体系的知识或理论发挥作用的。所谓发展

    ①   1989 年，日本外务省开始将日本援助政策的哲学叙述为“支持发展中国家的自助努力”。1992 年，“自助努力”作为日

本援助的基本理念出现在《ODA 大纲》中。

    ②  大来佐武郎（1914~1993）, 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毕业后曾在日本政府的递信省、外务省、综合开发局等部门担

任要职。大来氏不仅是实现日本战后经济飞速发展的功臣，也是推动日本国际发展研究的重要人物，还参与过中国的改革开放

政策的制定，曾任当时谷牧副总理的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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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最重要的是基于对受援国具体社会的理

解而开展的实践活动，而非输出固定的发展模

式。
[41]

（二） 日本发展研究学界动态

上述关于国际发展援助的经验总结，与日本

发展知识的生产机制之间呈现何种关系呢？本小

节以日本的学会、学术奖项与最新的研究动向为

例，进一步分析日本国内发展知识的行为主体及

其知识生产的特征。

1. 发展知识的生产者与评价标准

学术团体是知识生产的重要主体。日本国

际 发 展 学 会（The Japan Societ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JASID) 成立于 1990 年，是日本最具

代表性的国际发展相关学会。JASID 成立之初，旨

在满足发展中国家在技术进步、提高政府能力、

发展民族文化和环境保护等需要的同时，加深日

本国民对发展问题的理解。通过 JASID，日本学界

意在构建横跨各学术领域的交流平台，聚焦不同

领域中所遭遇的发展问题及相关经验，以进行更

好的政策研究，培养国际发展领域的人才。
[42]

1991

年，JASID 主编学术期刊《国际发展研究》正式发

行。在发刊词中，时任国际大学名誉校长的大来

佐武郎特别寄语，期待日本同时作为工业发达国

家和亚洲国家，其发展研究能够在东西冷战结束

之后，成为连接“南北”两边的桥梁。
[43]

JASID 的 会 员 在 创 立 初 期 约 670 名， 在

2005 年以后大致维持在 1600 ～ 1800 人，会员

所属的机构和团体类型较为多样。有日本国际

协力机构和其他国际机构的职员、国内外各大

学 的 师 生、 咨 询 公 司 社 员、NGO 职 员、 建 筑、

医疗等相关专业人员等。图 2 显示了 JASID 会

员的专业、研究课题以及研究对象的田野调查

所在地区等情况，三项均为 JASID 新会员入会

登记时的选项。

图2    JASID会员的研究领域及人数【按地区（左），题目（中），学科（右）分类】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JASID学会会员名录制作

通过图 2 的数据可以总结出 JASID 作为学术

团体在研究方面具有两个特点。

第一，会员的专业背景遍布人文社科和自然

科学。类似于其他国家的国际发展学界，JASID

中有经济学背景的学者占比最高，但有教育学

和社会学背景的会员人数也极其可观。除人文

社会科学之外，着力于发展援助中技术性实践

的 自 然 科 学 及 工 学 背 景 的 会 员 也 占 一 定 比 例。

与此同时，自认为不从属于既有的传统学术领

域（“其他”选项）的会员人数较多，体现了发

展研究的学科多样性。对应上节所述的日本发

展历程，JASID 会员在专业和课题上的分布体

现了学者对教育、环境、地域社会等发展问题

的重视。

第二，会员的调查地区和课题类型比较多

样。调查区域主要是以东南亚和非洲为主的发

展中国家。相比之下，日本国内的发展问题在

发展研究中所占比重不大。这一点与中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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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生产的特征形成对比。在日本，发展研究

主要是指对外援助的研究，而在中国，国内发

展问题和对外援助研究都包括在内。正如中国

国际发展知识中心（CIKD）所说，中国发展知

识的重点是通过分享经验，发现中国成功或失

败的原因，保持中国自身的发展。
[44]

另外，以

田野调查为主要方法的学者数量较多。2020 年

举办的 JASID 日本全国大会，专门安排了针对

新 冠 疫 情 影 响 下 的“国 际 发 展 学 2.0” 圆 桌 讨

论，其主要的问题意识就是讨论发展研究者无

法奔赴田野这一困境可能带来的发展知识的结

构性变化。
[45]

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日本发展研究

扎根田野的特点。
[46]

然而，日本的发展研究并非从一开始就见

长于实地调查，这一点从“大来奖”的获奖情

况即可看出。1997 年，日本的国际发展学界设

立 了“国 际 发 展 研 究 大 来 奖 ”， 以 鼓 励 每 年 在

国际发展领域卓有贡献的研究成果。
[47]

“大来”

即是大来佐武郎的姓氏，“大来奖”可以说是日

本发展研究领域最重要的奖项之一。

资料来源：笔者基于FASID的获奖作品名单制作
[48]

通过分析从 1997 年至今获奖作品的内容可以

发现 , 考察日本国际发展研究的价值取向和发展

知识生产的重点有所转移。早期的获奖作品多以

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为中心（见表 1）。但随着

日本援助领域的扩大和方针变化，发展研究的话

题更加多样。从 2000 年代中后期开始，“大来奖”

评委提出，作品的选拔标准将更加注重知识的实

践意义而非理论。在此后的获奖作品中，深度描

绘受援国的具体发展实践经验的民族志和地域研

究增多。

基于田野调查的研究与初期的发展经济学理

论有着不同的知识特征。基于地域研究的发展知

识更注重具体社会的微观场景，具有个别性、特

殊性。本文前面的论述已表明，日本并没有固定

不变的发展知识体系，这一事实特征和本节中学

术贡献评价指标的转换相互印证。简言之，日本

学界认为体系化的知识并不能保证好的发展实践，

微观、具体的剖析才能增进援助者对地方的理解，

从而进行因地制宜的实践工作。

实际上，将发展援助的知识生产重点转向关

注具体实践之潮流不只发生在日本，在整个发展

研究领域也逐渐兴起，
[49]

对发展经验理论化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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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也由来已久。例如，人类学家列维斯从 2000 年

以后便持续关注文学、音乐和影视作品中的发展

叙事。通过剖析文学作品在呈现发展问题时所展

现出的多样性和深度，他指出，在学术论文框架

筛选之下抽离出来的发展知识，通常忽略了现实

中决定发展走向的真正细节。
[50]

这也反过来说明，

理论化、体系化可能加大发展知识与发展实践的

距离。

2. 日本发展研究的前沿———以《发展合作

的创成：自立与依附的生态史》
①

为例

本节主要参考佐藤仁教授的新书《发展合作

的创成：自立与依附的生态史》，分析当今日本发

展研究的前沿思考。虽然仅以一位学者的著作难

以说明日本学界的全体倾向，但佐藤教授作为现

任 JASID 会长、JICA 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和第 21 届

“大来奖”获奖者，是日本发展研究界的中坚力

量，
[51]

其观点对理解当前的日本发展研究的动向

具有参考意义。

该书基于对现阶段发展合作研究典型问题意

识的质疑而展开讨论。当前的发展研究多聚焦于

“发展合作如何有效”的问题，其框架的核心是评

价项目的目标与结果的出入。例如，通过发展合

作是否减轻了贫困、提高农业生产力等。这样的

问题意识将研究结果导向了获取实践经验和教训，

也把研究目的绑定在解决某问题的手段上，而忽

略为什么一个现象变成了“问题”，以及在这个

“问题”的“产生 / 解决”的循环往复中所造成的

其他影响。该书试图颠覆上述问题意识，并将讨

论的焦点从“发展合作如何有效”转移至“发展

合作由何生成，又带来了什么”。

全书以时间为轴，以日本政府官方援助的象

征性特征转变为节点，将其历史断代为三个时期：

①经济合作的开端（1954~1965 年前后）、②从经

济合作到发展援助（1966~1989 年前后）、③从发

展援助到发展合作（1990 年代至今），并分别从

“日本政府”“受援国政府”“援助现场”的角度对

每个时期发展合作形成与发展的具体情景进行结

构性叙述。

笔者认为，全书一以贯之的视角可概括为以

下两点：第一，把发展合作项目视作超越特定行

为主体的目标和计划的“生物”，并把促使这些

项目形成、实施且产生特定结果的复合性因素视

为各种社会文化背景相互博弈与交融的“生态体

系”。基于此视角，该书从两个方面展开讨论。一

方面，分析国内外的各方压力如何影响了日本的

援助体制和方针（第 1、4、6 章）。另一方面，跳

出援助者的结果主义评价框架，关注那些超出原

计划之外的影响如何在当地社会存留、变形与延

续（第 5、9 章）。第二，重新审视发展研究中不

言自明的价值坐标：赞许“自立”（self-reliance），

批判“依附”（dependency）。该书通过剖析当地政

府的受援体制（第 2 章）、国内外援助相关人才状

况（第 3 章）、援助主体的多样化（第 8 章）等各

种关系变化如何塑造了发展合作的形式，试图证

明，虽然帮助受援国自立一直被视为日本援助的

目标，但实际上如果依附关系复杂，日本的援助

项目从一开始就难以开展。在此基础上，作者进

一步追问，自立的主体为何摇摆于个人与国家之

间？如何通过重新梳理日本发展援助的历史，探

索另一种实现自立的可能途径（第 7 章）？

书中第 9 章可视为全书论点的汇集和方法论

上的创新。第 9 章论述了在 30 年前被日本民众以

及 NGO 极力批判过的 ODA 项目的现状。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日本国内研究者、NGO 和市

民社会掀起了批判 ODA 的浪潮。
②

然而，当初引起

日本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项目”在之后却几乎

没有相应的反馈和记录。对此，佐藤基于 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初出版的批评 ODA 的著作（约

150 本），筛选出 16 个援助项目，并对其现状进行

了田野调查。调查结果发现，在 30 年后的今天，

    ①  该书是 JICA 研究所的项目成果、“再询日本发展合作史”系列的第七卷单行本。日文为《開発協力のつくられ方―自立

と依存の生態史》（東京 : 東京大学出版会 ,2021）。作者佐藤仁教授任教于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本节中，笔者征得佐藤

教授意见基础上，对此书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引用，以尽可能地向国内读者呈现日本发展研究的一些角度与方法。

    ②  例如，鹫见一夫的著作《ODA 援助的现实》成为当时的畅销书，十年内再版了20 次以上。此书批评道，日本虽成为世

界第一的 ODA 援助大国，其项目却没有真正惠及当地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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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的“问题项目”都不再是问题，一些曾经

的批评家也转变了态度。

如果只基于项目设计的目标和结果框架来

看，曾经被批判的项目可简单归纳为“失败”。但

是项目如同生物，其形成、实施和后续影响都基

于不断变化的生态环境。回顾发展援助的历史可

以看出，精心设计的项目往往在当地面临意想不

到的困难。可以说，发展援助从不完全按照计划

进行，而是在适应各种阻力和压力之中不断变形。

捕捉这些变化、洞察推动这些变化的复杂因素，

是评价发展合作项目的重要视角。诚然，这个过

程要求研究者有长时段、多维度的观察，并非易

事。但若没有对项目长期运行轨迹的认知，提出

好的项目设计将更为困难。该书主张，效率、效

果等短期评价指标并不能显示发展援助项目的本

质。好的援助实践，不是制作完美计划、减少计

划外的影响甚至使之消失，而应更积极地评价 “自

立”“减贫”等援助理念进入受援国，并与当地社

会相互碰撞的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创

造性联结。

在笔者看来，该书对核心概念的解释还有待

商榷。例如，“依附”是达成“自立”这一目的的

手段，或“依附”本身就是值得赞许的状态？作

者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明。对于“问题项目”的分

析虽角度新颖，却不免有避重就轻之感。但该书

明确指出了“个人”才是承受发展合作项目影响

的终端以及评估发展合作价值的关键，提供了短

期效果评价之外的新视角。对发展合作的价值评

估由此获得了不同定义，即在个人、组织和国家

之间创建良好的依附关系，强化各国自立状态的

同时，避免因无谓的竞争所带来的损失。在此意

义上，“自立”与“依附”这一对概念具有了理论

上的创新意义。

四、结束语：发展知识体系化的困境

国内学者多以政治、经济等外部视角分析日

本的国际发展援助，而本文选择了对日本国内的

知识生产状况进行考察。梳理日本国内研究及其

特征，不难发现，日本在将发展知识理论化、体

系化时面临的困境，既有其历史背景的特殊性，

也有问题意识上的普遍性。

通过分析日本学者对本国发展研究的讨论以

及相关学术行为主体的活动，笔者认为日本缺乏

成体系的发展知识或理论有以下原因：基于战争

的惨痛记忆与反思，战后日本知识分子对高举日

本旗帜的做法保持警惕。为了让战后反日情绪高

涨的受援国民众接受日本的发展援助，淡化以国

家为主体的宣传方式是合理的选择。此外，发展

知识的体系化和理念化，未必关乎发展实践的有

效性。日本发展研究的学术团体成员专业背景和

研究主题多样，各时期对发展研究价值的评价略

有差异。2000 年以后，扎根田野与有关具体发展

实践的研究更受重视。由此产生的知识依赖特定

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因此难以被抽象为某种发展

理念或规律，这也加大了日本发展知识体系建构

的难度。但这并不是说日本学者对发展知识的理

论建构毫无关心。以日本前沿的研究为例，一些

学者尝试通过重新解读本国的援助史，构建新的

发展援助效果分析框架，以摆脱结果论导向的评

价方式所导致的弊端。

本文限于篇幅，无法对日本的发展知识进行

全方位说明，但提供了一种从日本内部考察其知

识生产的角度。面对当前中国学者以政策分析和

政经理论为主导的发展研究倾向，加深对其他国

家知识生产历程的理解更有必要。虽然中日的情

况不尽相同，但作为对“知识与实践的关系”这

一更大命题的讨论，日本学者的思考和尝试，无

疑对中国学者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最后，笔者认为以下四个互相关联的问题，

值得思考和研究。第一，发展知识是谁的知识？

其生产和消费的主体是谁？第二，不同学者评价

“发展知识”价值时的知识论框架是什么？第三，

什么决定了发展知识与发展实践的关系？第四，

如何有效传递实践型知识？在今后的研究中，笔

者将更深入地探讨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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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of Japan'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Knowledge System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from Tradition to Frontier

Wang Muyun

Abstract： Japan'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knowledge has been criticized for lack of unique systems and theory. However, most 

of these criticisms did not consider the actual course of Japanese knowledge production.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Japan's domestic 

research as the study object and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about the reasons why Japan does not have a unique and 

systematic knowledge of development. First, because of the reflections on World War Ⅱ , Japanese intellectuals have a negative attitude 

towards self-promotion. Second, the anti-Japanese sentiment in the recipient countries rose after the war, so emphasizing Japanese 

characteristics was not conducive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aid. Finally, practical and specific knowledge is more valued in Japan today, 

but such knowledge is difficult to be systematized. Howev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rontier research, Japanese scholars have not stopped 

trying to construct new theories and cognitive frameworks. Taking Japan as an example, this study emphasizes that when investigating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other countries,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its internal process, rather than just speculate on its political or 

economic purpose, which is more constructive for scholars to conduct in-depth discussion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velopment, 

knowledge, and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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